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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９ 世纪西伯利亚布哈拉人：
移民进程与地位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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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１６—１８ 世纪，俄国吞并西伯利亚汗国以后采取鼓励和吸引外来移民政策，加之贸易需求的

驱动促使布哈拉人成为移民西伯利亚的主体，同时后者凭借商业优势和宗教文化不断谋求经济社会地位的

提升。 跨入 １９ 世纪，随着中亚地缘政治环境及其与俄国关系发生“剧烈震荡”，布哈拉人向西伯利亚的移民

进程呈现出抛物线式的下滑轨迹，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的经济地位也随之下降，而相较之下其社会地位相对

稳定。 这一变迁过程一则反映出布哈拉人为推动西伯利亚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二则勾勒出俄国与中亚交

往互动的质变轨迹，三则映射出近代欧亚区域贸易格局的演进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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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１６ 世纪人类步入大航海时代以后，随着早期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欧亚区域贸易趋于衰落，活跃

在陆上丝绸之路的中亚商人开始寻求新的贸易路线。 此时恰逢北方俄国崛起，西伯利亚随之成为中

亚商人打通俄国甚至是欧洲市场的重要桥梁。 至 １８ 世纪末，以布哈拉人为代表的中亚商业群体继续

发挥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以实现欧亚大陆不同文明间的持续交往，并重塑着丝绸之

路的历史风貌。 正因如此，西伯利亚布哈拉人不仅成为建立与维持近代早期欧亚文明体系互动网络

的先行者，更是联通俄国、中亚、波斯、印度乃至中国不同文明交互发展的重要纽带。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历史上的中亚移民群体关注较少，而对 １６—１８ 世纪活跃于欧亚内陆商道上的

布哈拉人更是甚少论及。 相较之下，国外学界对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研究的成果更为丰硕。 俄国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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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点关注这一移民群体本身及其在西伯利亚经济和民族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西伯利亚史学之父米

列拉（Г． Ф． Миллер）在《西伯利亚史》中首次提及布哈拉人，此后学界开始关注西伯利亚的中亚移民

群体。 巴赫鲁申（С． В． Бахрушин）、维尔克夫（О． Н． Вилков）和瓦列耶夫（Ф． Т． Валеев）分别对

１６—１９ 世纪布哈拉人向西伯利亚的迁移进程、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的商业活动及其社会经济状况的变

化作了系统性研究。 欧美史学界重点聚焦布哈拉人在俄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伯顿（Ａ．

Ｂｕｒｔｏｎ）、唐斯（Ｅ． Ｍ． Ｄｏｗｎｓ）和莫纳汉（Ｅ． Ｍｏｎａｈａｎ）专门探讨了中亚贸易移民的形成、地位和影响等

问题，唐斯甚至认为，俄国保护和赞助布哈拉商人社区是作为以商业建立和扩大沙俄帝国宏伟战略的

一部分。 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 １６—１９ 世纪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的迁移，重点剖析其经济社会地位的

变迁，以期揭示西伯利亚布哈拉人在推动当地社会进步、早期俄国与中亚交往互动乃至欧亚内陆贸易

网络重构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一、 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的由来

在俄文文献中，“布哈拉人”称谓的出现可追溯至 １８ 世纪下半叶，但实际上早在 １６ 世纪下半叶俄

国占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①以后，这一名称随着中亚与俄国经贸往来与政治

互动的频繁而逐渐在俄国传播开来。 “布哈拉人”是一个笼统的群体称号，最初指来自布哈拉汗国的

居民，但因泛化现象普遍，１７ 世纪下半叶以后它实际上是作为族群概念定义的，即对中亚突厥化定居

民的统称。［１］１１８ － １２４学术界普遍认为，“布哈拉人”的称号主要源于中亚自古以来所具有的浓厚商业氛

围。 当然对布哈拉人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同一地域空间的商人群体，它还包括从事农耕业的部分中亚

人群，如 １７ 世纪 ４０—５０ 年代移居至新疆北部务农的布哈拉人［２］２２０。 因此，对“布哈拉人”的界定主要

分为两类： 一是指往返于欧亚内陆的中亚商人，二是定居于他国的中亚移民。 本文采用后者，指定居

于西伯利亚地区的中亚移民，显然这一定义的内涵亦是源自其善于经商的属性。

由于地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西伯利亚自古便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南部与之

毗邻的中亚地区交往频繁。 中亚与西伯利亚的交往始于 １４ 世纪后期，蒙古帝国统治者派遣中亚商队

从西伯利亚采购毛皮。［３］２７１究其原因，一方面，中亚绿洲与西伯利亚草原两种生产方式相互依存，中亚

和西伯利亚的居民之间始终进行着生产资料与技术的自然交流，如农作物与畜牧产品的交换。 另一

方面，随着欧亚大陆伊斯兰圈的扩展和社会文明化程度的提升，西伯利亚也逐渐融入穆斯林世界，并

自觉维持着与中亚地区的互动交往。 由于西伯利亚以鞑靼人或巴什基尔人居多，与中亚居民在语言、

宗教和习俗等方面相似，双方有着共同的话语和文化心理，其交往自然密切。［４］

实际上，在早期贸易往来中，布哈拉人一直活跃在连接俄国与中亚的西伯利亚草原商路上，

并始终掌控着商贸主导权。 他们不仅抵制俄国商人在中亚的贸易活动，而且积极争取俄国进出

口市场的控制权 ［５］１０３。 据斯帕法里记载，除俄国人和卡尔梅克人以外，布哈拉人也是这条“草原

丝绸之路”的常客。［６］１ ２９５ － １ ２９６再者，１５ 世纪末至 １６ 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帝国的扩张阻碍了中亚

① 西伯利亚汗国是金帐汗国瓦解后由昔班家族后裔于 １４６８ 年建立的国家，首都最先设在秋明市，后迁至位于额

尔齐斯河右岸的卡什雷克（Кашлык）。 汗国地域范围大致包括鄂毕河中游与托博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 １５８２ 年，在
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的率领下，俄国击败西伯利亚汗国军队，攻占卡什雷克。 自此西伯利亚汗国归俄

国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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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进入黑海区域进行贸易，后者被迫转移到里海和西伯利亚草原进行贸易。 １５５２ 年，伊凡四

世征服喀山汗国意味着中亚与俄国南部的联系增多。 １５８２ 年俄国占领西伯利亚以后，由于西伯

利亚与欧俄地区相距甚远，俄国政府无法有效保障当地居民的物资供应。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

政府决定以布哈拉人为纽带强化与中亚的贸易往来，除为西伯利亚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外，他
们既能为俄国提供丰富的东方产品、拓宽俄国商品的销路，又能加深与中亚布哈拉、希瓦两大汗

国的政治外交联系。 因此，到了 １６ 世纪后半叶，俄国吞并了东南方向的三大汗国，其南部西伯

利亚地区与中亚北部接壤，由此双方贸易日渐活跃，这种互动和交往必然导致商业移民的出现，
西伯利亚布哈拉人即为代表之一。

所以，西伯利亚布哈拉人主要是指 １６—１９ 世纪自中亚迁至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秋明、塔拉和

托木斯克等地的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其他使用突厥语的中亚居民，其中以来自布哈拉、花拉子模、
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盆地的乌兹别克人为主，所以布哈拉人又被称为“乌兹别克人”。 可见，无论是布

哈拉人还是乌兹别克人，这种泛称现象的出现不仅与他们所共处的中亚地域空间有关，更是在于其拥

有相似的人种、语言和宗教特征，故该称谓不仅指社会身份，更包含同一空间、同一信仰以及同一生活

方式等诸多层面。［７］

二、 布哈拉人向西伯利亚的迁移

布哈拉人向西伯利亚的迁移可追溯到 １４ 世纪末。［８］１３９４ 年，在 １ ７００ 多名昔班①汗军队的护送

下，３６６ 名来自中亚纳合什班底教团的谢赫赴西伯利亚传教。［９］１４６０ 年西伯利亚汗国建国以后，统治

者邀请中亚宗教人士前来推广伊斯兰教，以此强化其政权统治。 １５６３ 年库楚姆汗②上任以后，中亚宗

教人士和商人更是频繁访问西伯利亚汗国，并且部分中亚人选择定居下来，正如米列拉所言：“在 １６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大批布哈拉人与库楚姆汗一同抵达西伯利亚，这标志着中亚移民开始定居西伯利

亚，然而遗憾的是这批移民的后代寥寥无几，居住在托博尔斯克、塔拉、秋明和托木斯克等地的布哈拉

人大多认定其祖先是俄国占领以后迁居而来的” ［１０］１９６。 可见，布哈拉人大规模的迁移是发生在 １５８２
年俄国吞并西伯利亚汗国以后。

（一） 布哈拉人迁移的原因

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的动力由迁出地的推力（排斥力）与迁入地的拉力（吸引力）共同构成。
从迁出地中亚分析，布哈拉人向西伯利亚迁移的推力较明显。 其一，中亚汗国统治者重视与俄国的商

业往来，为布哈拉人争取了更多贸易特权。 １６ 世纪以后，随着东西方贸易通道的转移，中亚陆路贸易

的枢纽地位开始下降；波斯、印度与中亚汗国的战争导致中亚与西方和印度的贸易额锐减；哈萨克游

牧民对河中地区的侵袭不断，且时常关闭经七河地区通往中国的商路，导致中亚与东方的贸易减少；
１６ 世纪末阿姆河自里海改道至咸海以后，里海贸易圈急剧缩小，也限制了中亚对外贸易的扩大。 此时

①

②

昔班全称孛儿只斤·昔班（死于 １２４８ 年）是太祖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第五个儿子，金账汗国拔都汗的弟弟，其
封地位于南乌拉尔地区。 约在 １２２７ 年，金帐汗国分裂，在其西部建立了白帐汗国，昔班在东部建立了青帐汗国（又称

蓝帐汗国）。
库楚姆汗并非出生西伯利亚，一种说法认为，他来自中亚布哈拉汗国昔班尼汗家族。 正因如此，库楚姆汗与布

哈拉汗国关系较好。 阿布都拉二世在位时期，布哈拉汗国国力强盛，正是在其骑兵势力的援助之下，１５６３ 年库楚姆汗

最终夺取西伯利亚汗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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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汗国与北方正在崛起的俄国尚无利益冲突，随着俄国向东南方向扩张，且对中亚纺织品的需求明

显增加，中亚汗国开始调整对外贸易路线，重点展开与俄国的贸易往来。 １６ 世纪下半叶，俄国接待来

自布哈拉的使团访问共计 １５ 次。［１１］４０６例如，１５５９ 年，布哈拉汗国统治者阿布杜拉二世遣使访问莫斯

科，请求伊凡四世授予布哈拉商人在喀山、阿斯特拉罕和其他城市的贸易自由权，最终伊凡四世同意

并授予其经商证书。［１２］９８１６ 世纪下半叶，中亚汗国统治者扶持和保护布哈拉人赴俄经商，１５８９ 年，布

哈拉使臣塔斯杜姆（Достум）获得在西伯利亚免税经商的许可。［１３］由此加快了中亚商人向西伯利亚迁

移的进程。 其二，中亚汗国局势变动迫使布哈拉人外迁。 １６ 世纪，布哈拉汗国主导着中亚地区局势，

沙漠和干旱草原将希瓦汗国与周边邻国隔开，使之始终处于分裂、动荡且贫穷的孤立境地。 自 １５００

年昔班尼王朝建立以后，布哈拉汗国国力不断提升，至 １６ 世纪下半叶，即阿布杜拉二世执政期间达到

鼎盛，首府布哈拉不仅成为中亚地区贸易中心，而且是欧亚内陆贸易的集散地。 然而到 １６ 世纪末，中

亚再度陷入混乱，布哈拉汗国政权更迭，希瓦汗国内讧不已，央地关系异常紧张，直至 １７４０ 年波斯纳

迪尔沙赫入侵中亚，布哈拉政权名存实亡，希瓦汗国分崩离析。 １９ 世纪以后，内忧外患的处境加剧了

中亚局势的动荡和经济的衰败，使之丧失了欧亚贸易桥梁的作用。 在此情况下，中亚居民被迫选择外

出谋生或避难，由此产生了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群体。 总言之，自 １６ 世纪末起，随着中亚局势的动荡与

恶化，布哈拉人开始寻找更好的生活环境，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心理倾向，西伯利亚都是优选地区

之一。

从迁入地俄国看，布哈拉人形成的拉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颁布法令确认布哈拉人的

贸易特权地位。 为了鼓励中亚商人北上贸易，俄国政府曾予其免税和自由通行的特权。 １５７４ 年，伊凡

四世下令允许布哈拉人免税贸易，并遣使赴布哈拉汗国邀请当地商人到西伯利亚经商。［３］２７１同时考虑

到邻近的中亚商人可补充西伯利亚地区的物资供应，１５９５ 年，俄国沙皇费奥多尔一世向塔拉州长官下

令，若有布哈拉人携带货物、马匹或羊群抵达，当地政府不仅要为其提供贸易保障，而且必须允许其随

时离开或前往下一个目的地。［１０］２９３自此，中亚商人开始大规模涌入西伯利亚经商，其中一部分人选择

定居下来。 １５９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费奥多尔一世向西伯利亚总督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 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颁令，允许中亚商人在塔拉、托博尔斯克和秋明等地进行免税贸易，要求当地政府以礼相

待，避免引起后者不满而离开。［１０］１５０１７ 世纪西伯利亚海关制度建立以后，俄国政府对中亚商人提供税

收优惠政策，即关税减半，税率降为 ５％ ，且可用实物缴税。［１４］２３０上述政策的实施不仅满足了西伯利亚

居民基本的物资需求，而且恢复和强化了布哈拉、希瓦两大汗国与西伯利亚的贸易往来，更是提高了

中亚商人赴西伯利亚经商的积极性，西伯利亚也成为布哈拉人迁居的优选之地。 第二，在西伯利亚交

通要道兴建城市，为前来经商的布哈拉人提供便利。 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同样遵循典型的欧洲帝国构

建模式，借助军事力量推进商业渗透，以吸引人们在此定居。 １６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俄国在西伯利亚设

置了一系列防御工事：１５８６ 年，在图拉河口建立了第一座要塞———秋明；次年又在托博尔河上修建了

托博尔斯克城；１５９４ 年，塔拉城建于额尔齐斯河沿岸；１６０４ 年，托木斯克在托米河上建成。［１５］１０众所周

知，这些城市最初是作为军事据点而建立的，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职能的变化，至 １７ 世纪末这些城市

成为西伯利亚地区的商业中心。 这为前来经商的中亚人提供了诸多便利，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扩大

了商品交易规模，提高了外来商人的经济效益。 逐渐地，许多布哈拉人选择在秋明、托博尔斯克、塔拉

和托木斯克等地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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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布哈拉人迁移的过程

由于缺乏确切的数据统计，通过零散的文献记载将布哈拉人向西伯利亚的迁移大致分为 ３ 个

阶段。

第一阶段： “鼓励”移民的发轫期（１６ 世纪末至 １７ 世纪末）。 这一时期，俄国政府对前来西伯利

亚经商的布哈拉人采取优待政策，以吸引更多中亚商人定居于此。 正如瓦列耶夫所证实的，西伯利亚

中亚移民的初步形成是在 １７ 世纪［１６］２９。 自 １６ 世纪末大规模移民西伯利亚以来，布哈拉人的数量在

１７ 世纪明显增加。 作为这一时期西伯利亚的贸易中心，托博尔斯克州的布哈拉人数量最多，１６３０ 年

约有 １０３ 人，而到次年增至 ２４０ 人。 １６２３ 年，塔拉州共计 ２１ 个布哈拉人，而到 １６７２ 年其数量达到 ２００

余人。 １６２３ 年，托木斯克州仅有 ９ 个布哈拉人，而到 １６８７ 年增至 ２８ 人。［１７］６１ － ６４尽管同一时期秋明州

布哈拉人的数量无从考证，但其迁移活动也始于 １６ 世纪末。［１８］８２１６４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和 １６８７ 年 ９ 月 １７

日，沙皇两次颁令鼓励布哈拉人移民西伯利亚，并为其提供贸易优待。［１９］ 至 １７ 世纪末，约 ３ ０００ 个布

哈拉商人定居于秋明和托博尔斯克等地。［２０］２６０反过来，布哈拉人数量的增加也进一步促进了俄国政府

与中亚贸易的往来。 可见，１７ 世纪移民西伯利亚的布哈拉人主要为商人，所以他们首选在托博尔斯

克、秋明和塔拉等城市定居。

第二阶段： “自愿”移民的增长期（整个 １８ 世纪）。 自 １８ 世纪始，在彼得大帝治理下的俄国迅速

崛起并试图向外扩张。 作为南下通往印度洋，向东抵达中国的必经之地———中亚成为俄国实现对外

战略的重要一环。 鉴于贸易是双方政治、社会和文化交流的先导，俄国开始强化与中亚汗国的经贸往

来，以布哈拉人为代表的中亚商业群体再次受到俄国政府的关注。 １７０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彼得大帝签署

法令，重新确立布哈拉人的特权地位，免除其赋税徭役，以此鼓励和吸引更多中亚商人移民西伯利亚。

１７０９ 年，被安置在塔拉州的 ４１ 个布哈拉人每人获得 ２０ 卢布现金和粮食、食盐等补助［１５］２８，同一时期

已有３ ０００多个布哈拉人住在秋明州［３］２７４。 在西伯利亚最具影响力的布哈拉人———什霍夫（Шиховы）

家族也是这一时期迁居而来的。 １７２４ 年，沙皇再度颁令，规定托博尔斯克和其他城市的布哈拉人可免

服兵役，继续保持其原有特权。 次年，法令规定删除 １７２３ 年修订案中要求布哈拉人缴纳个人所得税

的条款，并要求退还已征收的税款。［２１］这些法令条例的颁布，促使自愿移民西伯利亚的布哈拉人数量

在 １８ 世纪迅速增加。 米列拉曾对 １８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初布哈拉人的数量进行过统计，他通过对托博

尔斯克省①的中亚移民的田野调查，证实共有 １０６ 名布哈拉人定居于秋明州，而到 １７７１ 年定居人数增

至 ６０８ 人。［２２］４１７３４ 年，塔拉州共有 ３２９ 个布哈拉人，其中仅有 ４０ 人住在塔拉市，而到 １７６３ 年增至 ７７４

人，其中市民有 １０５ 人。［２３］３４７，３８７１７８２ 年，俄国开展第 ４ 次人口普查工作，首次将外来移民群体统计在

内，自此布哈拉人的数量及其变化有了官方统计。 至 １８ 世纪末，俄国境内的布哈拉人超过 ２ 万人，其

中绝大部分定居在西伯利亚地区。

第三阶段： “被迫”移民的衰落期（１９ 世纪初至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 进入 １９ 世纪，随着俄国与中亚

① 托博尔斯克省（Тоболь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是沙俄帝国时期的一个行政区划，存在时期为 １７９６—１９１９ 年，其位置大

致位于拉尔山和西伯利亚地区，行政中心为托博尔斯克市。 １７９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参议院通过决议，规定托博尔斯克省包

括库兹涅茨县、塔拉县、秋明县、托木斯克县、托博尔斯克县、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县、库尔干县、塞米巴拉金斯克县和叶

尼塞县等 １６ 个县级单位。 在 １８２２ 年的行政改革以后，西伯利亚总督区划分为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两大区，其中

托博尔斯克省隶属西西伯利亚总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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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本质性改变，布哈拉人移民西伯利亚的进程放缓。 托米洛夫（Н． А． Томилов）曾证实，１９ 世纪

最初 １０ 年移民西伯利亚的布哈拉人十分少见，［２１］这与俄国取消对中亚移民商人的贸易特权有关。 而

到 １９ 世纪 ３０—５０ 年代，在英俄两大帝国博弈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俄国转变外交战略，将目光投向东

方，并加快了侵略中亚的步伐。 在此背景下，为了避难或谋生，邻近俄国东南部且以农牧民为主的中

亚北部居民被迫向西伯利亚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巴甫洛达尔和乌斯季卡缅诺戈

尔斯克等南西伯利亚边境地区迁移。 实际上，这也是俄国有意为之的结果，不仅可以拓殖开荒，加大

对西伯利亚边疆的经济建设，并借助中亚移民继续向南部哈萨克草原渗透，而且还能遏制外来移民经

济实力的膨胀，维护俄国本地人的利益，以更好维持西伯利亚地区的安全。 １８６５ 年突厥斯坦省的建立

正式开启了俄国在中亚的殖民统治，这标志着中亚向俄国的移民进程基本停滞，西伯利亚的布哈拉人

数量增加甚微。

由此可知，１９ 世纪以后迁居西伯利亚的中亚人以农牧民居多，且主要集中在 １９ 世纪 ４０—５０ 年

代。 １８４０ 年，迁移到上述边境地区的布哈拉人有 ２６７ 人，到 １８５８ 年增至 ３０７ 人。［２４］１ １０９在 １８１６—１８９７

年，俄国共开展了 ４ 次人口普查，其结果显示，生活在城市的布哈拉人比例较低，仅占总人数的

４％ ［２５］５１。 据 １８９７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在塔拉市的布哈拉人仅为 ２５３ 人，占塔拉州布哈拉人数

的 ５． ６％ 。［２６］可见，自 １９ 世纪以来，迁居西伯利亚的布哈拉商人数量明显减少。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

于 １９ 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代表的海上贸易取代了陆上贸易，掌

控欧亚内陆贸易的亚洲商人基本丧失了优势地位；另一方面，随着俄国国力的不断上升，商业资本积

累迅速增多，俄国商人开始取代布哈拉人扮演欧亚贸易的“主角”，中亚商人移民西伯利亚的动力基本

丧失。

三、 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经济地位的变迁

西伯利亚布哈拉人是在独特环境下产生的特殊群体，是历经多次移民潮的结果。 布哈拉人在很

大程度上是一个社群，它成为俄国与中亚诸国建立和发展联系的重要桥梁，其经济地位在 ２００ 多年间

逐步下滑，这也从侧面勾勒出俄国对中亚政策的演变脉络。

（一） 俄国逐步取消布哈拉人的贸易特权

俄国学术界之所以如此关注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群体，其主要原因在于 １６ 世纪中叶以前，莫斯科

公国及后来的俄国始终没有机会与中亚诸汗国建立联系。 俄国政府一直寻求与中亚进行直接贸易的

机会，而作为活跃在欧亚内陆贸易通道上的商业群体，布哈拉人在很长一段时期被俄国视为发展与中

亚、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贸易的重要媒介。 １５５８ 年，伊凡四世派遣英国商人詹金森访问布哈拉和希瓦两

大汗国，标志着俄国与中亚关系的正式确立。［２７］２０８此后，俄国与中亚汗国政府均重视贸易往来，几乎所

有使节互访都谈及贸易问题，布哈拉人在双方贸易中的纽带作用也更为凸显。 再者，俄国政府也尝试

通过布哈拉人搭建起俄国与印度、中国经贸关系的桥梁，这恰好解释了 １７ 世纪来赴俄经商的布哈拉

人获得诸多优惠和特权的缘由。

进入 １７ 世纪，布哈拉人享有诸多贸易特权。 １６４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俄国政府颁令，鼓励和保护布哈拉

人移民西伯利亚，并为之提供免税贸易优惠和免服兵役、徭役的特权。 １６４８ 年，俄国政府颁令允许布

哈拉人从西伯利亚到喀山、阿斯特拉罕、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其他城市进行自由贸易，即在俄国全境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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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免税贸易特权。［１９］ １６６７ 年，俄国政府颁布的《新贸易法》规定废除征收布哈拉人 １０％ 关税的条

款。［３］２３４１６８６ 年，俄国政府再次颁令规定布哈拉人享有司法豁免权，禁止地方当局勒索其货物，且须向

其提供货物运输之便。［１５］２６１６９７ 年 ５ 月 １４ 日，彼得大帝颁布敕令要求阿斯特拉罕当局对拥有俄国国

籍且携带货物的布哈拉人予以通行，同时也允许其在俄国全境自由贸易。［２８］显然，布哈拉人的经商传

统也是俄国政府重视其的主要因素。 正因如此，布哈拉人认为自己是被莫斯科政府“邀请”而来的，在

心理上有着某种优越感，认为理应享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可以说，１７ 世纪对于布哈拉人而言是一个黄金时代，他们在西伯利亚的贸易活动尤为频繁。 据

１６２４—１６２５ 年库兹涅茨克海关文书的记录，西伯利亚毛皮走私猖獗，占当地贸易总量的 ６０％以上，而

布哈拉人是继当地官方商人（１３％ ）之后第二大合法商人，其在当地毛皮经销商中占比 １０． ７％ 。［２９］ 这

一时期布哈拉人的生活比较富裕，他们穿着漂亮的丝织衣服，住在构造精美的木制房屋，其门窗采用

当时流行的巴洛克风格，室内装饰奢华，也使用昂贵的中国地毯。［３］２９４更有甚者，俄国当局允许布哈拉

人出任政府要职，比如税务官或参与毛皮贸易国有化进程。 １６９８ 年俄国政府发文称：“布哈拉人依靠

优惠政策生活多年，拥有自己的土地，从事各类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宗教信仰自由，从未受过宗教压

迫；俄国政府为布哈拉人提供官职等。 即便在中亚国家，他们也未必能享受到如此待遇。” ［１５］２６ － ２７这虽

然在某些方面言过其实，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推进与东方的贸易往来，吸引更多中亚人来俄经商，俄

国政府的确为布哈拉人提供了诸多特权，除上述贸易优惠外还允许其免缴个人所得税。 为了建立更

为强大的商业帝国，俄国政府支持和鼓励布哈拉人的商贸活动，使其足迹踏遍乌拉尔山脉，到达喀山、

阿斯特拉罕，甚至远抵俄国北方重要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从这里输出当地商品到中亚市场交

易，布哈拉商队也定期前往中国进行贸易。

因此，１７ 世纪的布哈拉人不仅主导着西伯利亚地区的贸易，而且打通了俄国、中亚和中国的商业

通道。 然而也不可过分夸大布哈拉人享有的特权。 １６９３ 年，俄国政府提高了对亚洲商品的关税，也取

消了对布哈拉人的免税特权，要求其与俄国商人一样缴纳 １０％ 的进口税。［３０］２７可见，俄国政府始终将

税收优惠视作增加贸易量的一种手段，且仅作为临时策略旨在吸引布哈拉人在西伯利亚乃至整个俄

国构建国内外贸易体系，一旦这一体系建立他们便失去存在的价值，这成为 １７ 世纪中叶以后布哈拉

人享有的特权地位呈螺旋式下降的主要原因。

１８ 世纪以后，除布哈拉人外，更多俄国本地商人进入西伯利亚，并快速凝聚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

层。 之后，布哈拉人与俄国本土商人的互动愈发密切，二者的商业活动趋同，前者开始频繁参与欧洲

商品的交易，而后者也敢于冒险向东采购中国商品。 这样，二者商业地域的重合和贸易规模的扩大引

发了利益冲突，俄国本地商人开始向政府施压，使其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布哈拉人商贸活动的条例。

１７００ 年，俄国政府发布敕令禁止布哈拉人收购貂皮，次年西伯利亚地方政府开始向其征收土地代役

租。［１９］俄国政府还限制中亚商人的交易地点及货物种类，甚至压低布哈拉人手中大黄的收购价格，迫

使其缴纳高额运费。［３１］４８３然而俄国政府仍为布哈拉人保留了部分特权：１７２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颁布的敕令

规定布哈拉人免服兵役；１７４１ 年颁令允许中亚移民在俄国境内自由通行，准许其创办独立的行政和司

法机构；１７８７ 年 ９ 月 ９ 日叶卡捷琳娜二世颁令承认布哈拉人的特权地位，允许其创建法庭和自治机

关；１７８９ 年沙皇再次颁令准许布哈拉人移民俄国。［１９］ 总之，俄国政府虽实施限制措施，但却鼓励西伯

利亚的布哈拉商人与俄国商人或其他穆斯林商人合作，以进一步促进俄国资本主义发展。 １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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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９ 年，俄国贸易出口额从 ３６０ 万卢布增至 １ 亿卢布，以布哈拉人为经商主体的西伯利亚贸易成为这

一时期俄国商业资本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３］２０１在一系列优待政策下，布哈拉人不仅把控着西伯利亚

地区的贸易权，而且维系着俄国与哈萨克草原、中亚南部绿洲乃至中国和印度的贸易联系。 换言之，

在整个 １８ 世纪，贸易特权虽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但布哈拉人在西伯利亚的商业活动依然活跃，仍享

有绝对的贸易优势。

进入 １９ 世纪，布哈拉人的经济状况开始恶化，贸易特权逐渐被废除。 随着商业资本的增加，俄国

国内贸易迅速发展，本地商人逐步扩展西伯利亚的贸易活动，这进一步压缩了布哈拉人的商业空间。

１８０６ 年，布哈拉人开始缴纳个人所得税和代役租税。［１９］１８２２ 年颁布的《异族管理新条例》规定，西伯

利亚地方政府须向布哈拉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收，其与当地居民的唯一区别在于保留独立的

行政机构。［１９］到 １９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英俄两国在阿富汗和中亚的博弈加剧，双方先后在阿富汗和希

瓦汗国发动的战争均告以失败。 在此期间，俄国与中亚汗国的外交和贸易往来基本中断，这迫使俄国

当局调整对布哈拉人的政策，使其成为恢复双边联系的有力推手。 １８３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俄国政府颁令

准许布哈拉人免缴行会①税，可免税从事俄国与中亚汗国间的贸易，而在俄国境内的贸易活动须按原

有规定缴税。 到 １９ 世纪下半叶，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迫使俄国将目光迅速转向中亚，并于 １８５８ 年派

遣使团访问三汗国，希望他们能为当地俄国商人提供与布哈拉人同等的贸易优惠，但双方就此并未达

成一致。 紧接着，俄国政府彻底取消了在俄国境内所有中亚商人的贸易特权，随之而来的便是俄国对

中亚的征服与统治。 显然，布哈拉人与沙俄帝国的互动验证了后者奉行实用主义的商业政策，而前者

所有拥有的特权地位，其根源在于它是近代俄国创建商业帝国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二） 俄国加大对布哈拉人的征税力度

一直以来，俄国政府禁止向布哈拉人划拨私有土地，且最初迁居西伯利亚的布哈拉人以商人为

主，故基本属于“无地”阶层。 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布哈拉人开始通过非官方途经购置土地，由

此引发俄国当局的关注。［２４］１ １０５ － １ １０６１６４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俄国政府颁布的敕令显示，除贸易外布哈拉人

还积极扩充地产。［２６］１６９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沙皇颁令要求西伯利亚总督向布哈拉人征收土地税，其税额

与俄国农民持平。［３２］１８ 世纪以后，随着贸易特权逐步被取消，当地布哈拉人开始大量购买土地，如耕

地、牧场和庄园，并以文件形式确认其所有权。 由于布哈拉人所拥有的土地规模不断扩大，俄国政府

企图将其纳入本国税收体系。 １７００ 年，彼得一世颁布新法令要求向布哈拉人征收货币形式的什一税，

对此经布哈拉人数次请愿，最终俄国政府同意其用实物代缴之。［２８］１７０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沙皇向西伯利

亚总督颁令，要求布哈拉人缴纳土地税。［３３］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拉人购置地产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与俄

国政府部门建立联系，以期影响后者对布哈拉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３４］１０２

进入 １９ 世纪，俄国政府继续加大对布哈拉人的征税力度。 １８０６ 年，在国内政界和商界的强烈要

求下，西伯利亚政府开始向布哈拉人征收 １８ 戈比的人头税。 １８５０—１８５２ 年，人头税从 ３４ 戈比升至 ７３

① １７２１ 年，彼得一世建立市政总局，颁布一系列条令，规定将商人阶层按照资本划分为三大行会，根据财产数量

分为第一、第二、第三行会商人。 一般而言，第一、二行会的商人主要包括大商人、中等商人和手工工场主，而第三行会

的商人主要包括小商人和行会手工业者。 因此，第一行会的商人通常可以从事国内外贸易，第二行会的商人一般仅限

于国内贸易，而第三行会的商人只能在所处的市县区进行贸易。 对于西伯利亚的布哈拉人而言，他们并不受行会限

制，既从事对外贸易也进行国内交易。 但与俄国商人一样，布哈拉人须缴纳行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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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比［１５］３１ － ３２，足见征税增幅之快。 １８２２ 年，随着西伯利亚政府对当地异族人管理条例的颁布，布哈拉

人最终被纳入俄国管理体系，其地位和权利与当地居民基本相同，须缴纳各类税收，商人必须登记入

册，成为当地行会商人方可经商。［１５］３１１８３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俄国政府颁布的新条例取消了对布哈拉人的

贸易优惠［２５］１７２ － １７３，从事农业生产的布哈拉人需以户①为单位上缴人头税，次年 ４ 月 ６ 日再度提高税率，

并将征收范围扩展至从事商贸活动的布哈拉人［２５］３２７，仅保留其在交易亚洲商品时免缴行会税的特

权［２５］１２３。 到 １８５４ 年，征税对象几乎涵盖了西伯利亚所有职业的布哈拉人。［２８］事实上，俄国对布哈拉人的

税收优惠仅限于从事欧亚贸易的商人，而对其他行业的布哈拉人实施与当地俄国人同等的税收政策。

总之，在 １８ 世纪至 １９ 世纪上半叶，俄国当局向布哈拉人征税的力度逐渐加大，税收种类从土地

税扩展到人头税，再到除个别贸易税优惠外的更多税收，征收对象也从农牧民向所有职业的布哈拉人

延伸，甚至将其纳入俄国财政税收管理体系。 进入 １９ 世纪下半叶，俄国政府规定布哈拉人与当地居

民的征税范围和额度相等，前者几乎丧失了所有特权，这完全符合俄国征服和占领中亚的战略需求。

到了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初，俄国政府向布哈拉人征收的苛捐杂税使后者生活愈发艰难，布哈拉人内

部阶层矛盾也日益尖锐，进而造成当地社会动荡，部分布哈拉人甚至移居土耳其。

四、 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在 １６—１９ 世纪，作为贸易移民群体代表，布哈拉人不仅是西伯利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当

地多元文化共存的重要载体。 与经济地位变迁轨迹不同，布哈拉人在西伯利亚社会中的地位较为稳

定，俄国对其管理相对宽松，使之能够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积极践行跨文化交流互动，以推动西伯利亚

社会发展与进步。

（一） 俄国政府对布哈拉人的管理相对宽松化

一是布哈拉人在行政管理方面享有一定自主权。 １８ 世纪中叶以前，西伯利亚政府按照地区划分

和管理布哈拉人，秋明、托博尔斯克、塔拉和托木斯克等四大聚居区均由全民选举产生的长老实施管

理。 自 １７８７ 年法令允许布哈拉人创建自治行政机构以后，布哈拉乡最先在塔拉州创建，而在同时期

托博尔斯克州和秋明州的布哈拉人社区仍由长老管理。［２８］１８２２ 年，俄国政府针对布哈拉人社群成立

了专门的布哈拉乡管理局。［１５］４２ － ４４自此，俄国对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的行政管理制度发生了变化，布哈

拉人不再拥有管理本社群的自主权，托博尔斯克、秋明和塔拉三大州设立相互独立的布哈拉乡，该机

构仍由当地有威望的长者领导，除传达和执行各级政府颁布的法令和决策外，其主要职责是征

税。［３１］３１４与此同时，布哈拉乡管理者也竭力维护布哈拉人的权益，尤其在争取特权地位和保留独立身

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确保布哈拉人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二是布哈拉人在司法领域享有免除俄国法庭审判的特权。 １７８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叶卡捷琳娜二世颁

令允许布哈拉人开办独立法庭，以沙里亚法为准则处理司法事务，尤其是对有关布哈拉人与其他族群

之间的贸易纠纷的处理。 如同鞑靼人和亚美尼亚人一样，布哈拉人的内部纠纷均由其独立法庭审理；

但倘若其中一方为俄国人，该案件则交由俄国法庭审理；如果其中一方为布哈拉人，而另一方为当地

少数族群，则交由布哈拉人的独立法庭审理。 事实上，到了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布哈拉乡独立法庭

① 每户布哈拉人一般包括 ３—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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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已流于表面，因为其庭审和判决完全由贵族阶层掌控。［２５］３１７

三是俄国政府对布哈拉人的宗教政策趋于宽松。 １８ 世纪以来，随着对布哈拉人特权的不断削弱，

俄国政府开始限制其宗教活动。 １７０３ 年 １０ 月，俄国政府颁令禁止布哈拉人在城区修建清真寺，仅允

许在远离东正教教堂且相对偏远的郊区修建，同时还对干涉东正教教会事务的布哈拉人予以严惩。

到 １８ 世纪下半叶，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以后开始实施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 １７６７ 年 ８ 月，叶卡捷琳

娜二世下令传教士未经许可不得前往异教区传教，并准许西伯利亚的穆斯林修建清真寺。 １７８２ 年，西

伯利亚已出现新建的清真寺和经学院。 然而 １９ 世纪以后随着国力的不断提升，沙俄政府再次兴起皈

依运动①，并采取怀柔政策，即通过经济补偿等方式鼓励布哈拉人改信东正教。 １８６３ 年，一位皈依东

正教的布哈拉人向西伯利亚政府递交请愿书，请求给予资金支持以迁至他处定居。［２８］ 对此，西伯利亚

政府下令准许改信东正教的布哈拉人更换居地，且向其发放迁徙补助。 即便如此，俄国在布哈拉人中

推广东正教的收效甚微，改信东正教的布哈拉人占比极低。 到 １９ 世纪末，布哈拉人生活的所有村庄

均设有清真寺，但其主要由当地富裕的中亚商人赞助修建。［２５］３０２ － ３０３

四是布哈拉人在婚姻家庭方面享有一定的特权。 关于中亚人与俄国穆斯林通婚的问题曾是俄国

与中亚汗国使节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但始终未得到有效解决。 一般而言，移居俄国的中亚移民主要

为男性，其中大多数会选择与当地穆斯林妇女组建家庭，当他们向俄国政府申请携家人返回中亚时通

常会遭拒，然而对于布哈拉人而言政策有所不同。 １８２７ 年 １ 月 １９ 日，俄国政府下令准许布哈拉人与

俄国公民结婚，他们可随时返乡但不得携子女；倘若已在俄国结婚生子，当地政府则允许其家人一同

返乡，但前提是要征得妻子父母的同意；而对于已在俄国成婚但尚无子女的布哈拉人，须向俄国政府

提交承诺书，即在两年内返回，若不按期返回将解除其与俄国妻子的婚姻关系。 为了避免引起穆斯林

不满，西伯利亚当局将此规定列入婚姻法，并在结婚之日由伊玛目宣读告知。 显然，相比于其他移民

群体，布哈拉人在家庭婚姻方面享有一定特权，这与布哈拉人主要从事贸易活动密不可分。 实际上这

是俄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扩展商业联系，尤其是为争夺中亚市场所做出的“让步”。

（二） 布哈拉人成为当地社会文化进步的推动者

首先布哈拉人是知识教育的传播者。 １６—１８ 世纪，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布哈拉人大多属于富裕阶

层，且在中亚接受过良好教育。 相较于当地俄国人，布哈拉人拥有更高的文化水准，他们是西伯利亚

地区手中握有书籍的唯一人群［１９］。 除宗教信仰外，教育水平也使布哈拉人与西伯利亚其他人区分开

来。 在 １９ 世纪大批流放者到来之前，布哈拉人一直是当地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 正是得益于布哈

拉人，西伯利亚的教育事业才得以起步，当地居民开始在布哈拉人创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其识字率和

教育程度迅速提高，进而推动了当地社会进步和民众思想的解放。

由于在西伯利亚长期的共同生活与交往，中亚移民与当地居民展开教育文化交流，由此产生了一

批布哈拉人的翻译家和学者。 １８ 世纪 ３０ 年代，应米列拉请求，一名布哈拉学者将希瓦汗阿布加齐的

名著《突厥世系》译成俄文。［１５］６９来自塔拉州的布哈拉人易卜拉吉莫夫（А． О． Ибрагимов）是 １９ 世纪

① 第一份有关布哈拉人皈依东正教的档案文献是在 １７４０ 年，之后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１７４１—１７６２）专门设立

新皈依事务办公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强制性皈依运动，在摧毁清真寺的同时强迫伏尔加河沿岸的穆斯林皈依

东正教。 西伯利亚作为穆斯林主要居住地，仅在 １７４５ 年的托博尔斯克就有 ７５ 座清真寺遭到摧毁。 直至叶卡捷琳娜二

世上任以后，俄国政府采取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允许修建清真寺，不再强迫穆斯林皈依东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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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叶至 ２０ 世纪初西伯利亚知名的文学家。 他撰写了多部著作，其中 １９００ 年在彼得堡出版发行的

《镜子》 （Миръата） 最受读者欢迎，其主旨是批判传统宗教教育体系，提倡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２５］２９３ － ２９５总之，在西伯利亚的穆斯林当中，布哈拉人是受教育程度最高、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群体，作
为当地知识阶层代表，他们始终致力于传播先进的教育文化。

其次布哈拉人是多元文化整合的践行者。 布哈拉人虽极力保护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与完整性，但
却在与其他族群互动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融入多样性文化整合过程。 布哈拉人不仅将自己的宗

教文化带入西伯利亚，而且不自觉地与当地族群实现交往互动。 在民族融合方面，１９ 世纪以后布哈拉

人与鞑靼人的同化进程明显加快，前者逐步丧失其语言和人种特征，渐趋融入当地鞑靼人的民族文化

圈。 到 １９ 世纪末，布哈拉人与鞑靼人在人种特征上趋于一致，并最终形成一支独立的西伯利亚鞑靼

人。［３５］在文化杂糅方面，布哈拉人与当地居民的文化整合主要体现在服饰、建筑和饮食等物质层面。
１９ 世纪下半叶，布哈拉人的服饰穿搭显现多元化趋势，而到 ２０ 世纪初，受俄国主流文化驱动布哈拉人

的着装更显“俄罗斯化”。 随着与当地居民长时间的交流交往，布哈拉人的房屋装饰风格也发生了明

显变化。 到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富裕的布哈拉人家中开始选用俄式设计风格，巴洛克式壁柜备受其喜

爱。［１５］６３ － ６５除中亚特色的手抓饭外，布哈拉人也已习惯以面包当主食。 在语言混合方面，布哈拉人的

通用语———乌兹别克语对当地鞑靼人的语言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到 １９ 世纪以后西伯利亚鞑靼语中

夹杂了诸多乌兹别克语词汇。 １９ 世纪以后，布哈拉人不自觉地像本地鞑靼人一样讲着混杂多种语言

成分的鞑靼语，逐步失去了自身语言文化的完整性，而形成更具稳定性的新型混合语言文化。

总之，１６—１９ 世纪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的迁移及其地位变化，不仅反映出布哈拉人为推动西伯利亚

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而且显示出俄国与中亚交往互动的质变轨迹，更是映射出欧亚区域贸易格局的

演进趋势。 首先，一直以来，布哈拉人有着特殊的应变力和适应力，积极融入西伯利亚社会生活，向当

地居民传播和推广教育文化，与不同族群实现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让西伯利亚地区文化在不同文明

交往中碰撞出璀璨火花。 其次，１６ 世纪以后，俄国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扩张增强国力，对西伯利亚的

占领打通了俄国与东方世界的联系。 进入 １８ 世纪，在彼得大帝治理下俄国迅速崛起为欧洲强国，开
始全面对外扩张，并试图从东南方向绕过中亚直接与印度、中国建立联系，以确保获得绝对的地缘优

势和丰厚的商业利润。 １９ 世纪以后，随着英俄两国大博弈的升级，中亚区域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

压，最终沦为俄国殖民地。 这一地缘格局演变也恰好通过西伯利亚布哈拉人的地位变化予以印证。
最后，西方学界普遍认为，１６ 世纪伊始，在以新航路开辟为发端的早期全球化进程中，中亚对欧亚内陆

贸易的重要地位逐渐下降进而走向孤立和衰败。 实际上，历史是连续的，贸易线路更是如此。 在 １６—

１８ 世纪，中亚商人通过构建东亚、南亚、西亚与欧洲的国际商贸体系参与经济全球化，积极构筑欧亚区

域贸易的新网络。 为顺应世界贸易潮流的新变化，他们自“纬线””向“经线”方位转移商业路线，其中

西伯利亚布哈拉人正是中亚拓展“南北”丝绸之路、重构欧亚内陆贸易网的践行者，为近代早期陆上丝

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
（本研究受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２４ 年“一带一路”高水平成果资助计划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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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Ｒｕｓｓｉ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ｓｈｏｃｋ”，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ｋｈａｒａｎｓ ｔｏ Ｓｉｂｅｒｉａ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ｂｅｒｉａｎ Ｂｕｋｈａｒａｎｓ ａｌｓｏ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ｂｕ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ｓｕｍ，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ｋｈａｒａｎ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Ｓｉｂ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ｉｔ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ｈａｎｄ， ｉｔ ｍａｐ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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